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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成环境更新活力评价及再生策略探讨 

——以上海田子坊、新天地和豫园旅游商城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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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疏于照料的建成环境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通常面临着被拆迁的挑战,为分析如何通过城市更新激发历

史建成环境的潜在活力价值,对活力与历史建成环境的关系、城市空间活力的相关理论内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在此

基础上建构活力评价模型,选取上海田子坊、新天地和豫园旅游商城作为实证案例,采用多源数据运用定量分析方法,

从社会、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对历史地区再生后的活力进行评价,数据结果表明田子坊的总体活力和文化活力的优

势明显,与新天地在经济活力方面各具优势,三案例地区的社会活力各有所长。通过三者更新模式差异的分析总结影

响活力的核心因素,提出以下历史建成环境有机更新的策略:政府要在更新进程中发挥支撑作用、率先投入基础设施

提升、为多元开发主体投入小规模更新提供平台,保留和延续一定的居住功能,扶持创意产业类企业,加强业态管理

和引导等,以避免多样性特质的衰弱,有效激发城市活力,发挥出历史地区的形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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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相关理论源于 20世纪中期的西方学界，雅各布斯(Jacobs,1961)是最早提出活力概念的学者，她和格伦(Gruen,1964)、

亚历山大(Alexander,1977)的研究均指出过人群密度是地区活力的基本保障。建成环境与活力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成为城市规

划与设计领域的基础理论之一。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历史建成环境(historicbuilt environment),有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文化特

色，对绝大多数人群具有特殊吸引力(Maas P R,1984)。然而，在现实中，历史建成环境所具有的潜在活力价值没有获得足够的

重视，年代久远、疏于照料的历史地区由于环境衰败等问题经常会陷入被拆迁的境况。面对历史建成环境，上海正以“成片保

护、格局保护”为核心导向，转变“拆、改、留”旧改方式为“留、改、拆”，对城市更新实践路径始终需要不断进行新的探

索。而一系列既有研究(卢济威，等，2016;卢济威，等，2016；杨保军，等，2020)表明更新与历史地区活力激发具有关联性。

田子坊、新天地和豫园旅游商城都是 21世纪初上海比较具有影响力的更新项目，以之为案例对历史建成环境更新后的地区活力

进行综合评价，能够反思过往更新经验，在存量发展时代有助于探索历史建成环境的再生策略。近年来，统计数据、网络数据

等开放数据更加便于获取，为活力的量化评价提供了可行性，既有研究成果多以城市为研究范围，在较宏观尺度上形成了一定

的活力评价方法，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 

1 历史建成环境符合焕发城市活力的空间特点 

为了激发地区的活力，可以通过吸引人、活动和价值到一个场所，来增加经济机会，促使地区茁壮成长(黛博拉•史蒂文森，

2018)；通过在特定时空中尽可能促进事件和人群活动的发生来焕发地区活力(Montgomery,1995)。环境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认为：

标识性和意向性，可以提供场所感来反映人们对地方的感受和印象；能产生视觉刺激给人安全舒适感受的地区，更能激发地区

的活力(凯文•林奇，2001;Montgomery,199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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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既有研究对建成环境特征的分析结论(尼科斯•塞灵格勒斯，等，2008；Maas P R,1984;Al-Hemaidi,2001;邓浩，等，2013)

可见，历史建成环境符合高活力空间的基本特点：功能混合使用、街区小尺度、建筑年代混合、高人口密度(Jacobs,1961);街

区围合度高、易于集聚人气，公共场所和街道尺度宜人、公共空间出入口多，街道具有高可达性、渗透性(艾伦•雅各布斯，等，

2013);强连通性、高分形性(童明，2014)。 

2 适用于更新后历史建成环境活力评价的方法有御勾建 

一般地区的活力评价以人群密度，即单位面积的活跃人口数量为主。因此，百度热力图(张程远，等，2017；刘云舒，等，

2018)、活跃的手机位置数据(Wu,等，2019；钮心毅，等，2019)是评价活力的有效工具。在上述研究当中，一般地区和历史地

区没有被区别对待，均以整个城市或中心城区为研究范围对该范围覆盖到的全部街区进行分析，只有闵忠荣等(2020)的研究是

以历史城区为研究范围，不过其采用的是与一般地区的活力评价相一致的方法。 

业态分析与活力评价的关系逐渐密切。高活力地区往往具有夜间经济、能够发展精细业态(Montgomery,1998);辫开始有畛

(张程等，2017;Yue,等，2017)以兴趣点(P0I,Point of Interest)数据为信息源，通过设施密度这一指标评价一般地区的活力。

但正如艾伦•雅各布斯(Allan Jacobs)和唐纳德•埃普亚德(Donald Appleyard)(2013)所强调的：“是混合性而不仅仅是人口密

度和使用密度，使得 T地区充满活力”。“城市活力的关键在于多样性，要创造足够的多样性，使得功能和活动能够有所混合，

达到自我维持的状态”(Montgomery,1998)。已有实证研究验证了简•雅各布斯(Jacobs,1961)所提出“丰富的多样性是城市活力

的来源“等观点(Delclδs-Ali6a,等,2018)。最近也已开始有研究(张程远，等，2017;Yue,等，2017)借鉴生物学领域的辛普森

多样性指数，从设施业态类型多样性的角度评价地区活力。 

黛博拉•史蒂文森(Stevenson,2018)曾介绍过一⅛W街区活力的’活力指标”，包括居住人口、适龄从业人员、创意从业者、

创意产业相关企业、创意产业职位等，为本文以街区为研究范围，对街区尺度下的地区活力评价提供了参考。 

综上所述，适用于更新后的街区尺度的历史建成环境的活力评价，有待通过进一步分析选取更有针对性的指标。 

3 基于活力理论内涵，构建更新后历史建成环境的活力评价方法 

3.1活力内涵 

高活力地区是能够尽可能地促进经济活动(包括夜间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发生的地区(Montgomery,1998)。 

3.1.1经济活力是地区活力的焕发基础 

雅各布斯(Jacobs,1961)强调，有活力的地区与无聊的地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是否能够给小企业(商铺)提供生存空间。蒙

哥马利(Montgomery,1998)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细化，他指出，成功的有活力的街道界面，一般都拥有食品店、音像店、糕点店、

咖啡店、画廊、药店、饭店和彩票店等商铺。由于地区的经济活动包括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等方面，经济活力高意味着单

位面积所能够提供的购物、休闲、餐饮活动的机会多。因此，设施密度、店铺密度、设施多样性指数成为了活力评价的常用指

标。 

3.1.2社会活力是地区活力的表现形式 

社会活力主要由交往行为激发而成，交往行为活力包括公共生活交往、可及性等由人的行为所产生与激发的活力(蒋涤非，

2007)。社会活力强的地区，功能往往是混合的，人群亦是多样的(Jacobs,1961;Whyte,1980;凯文•林奇，2001)。社会活力，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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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群的数量、密度、多样性，白天和夜间活动的连续性上(Montgomery,1998)。因此，活跃人群数量、密度成为了常见的活

力评价指标，且应从被评价对象的特征出发确定人群多样性的分析视角。 

3.1.3文化活力是地区活力的内涵所在 

文化活力指的是一种包容创新的积极氛围。充满活力的街区，拥有丰富的本地就业机会，不断增加的就业是活力正在增强

的标志；存在大量本地人拥有的独立企业；还具有高于平均收入水平的，从事信息、媒体、艺术和创意理念等方面的有关工作

的人群（黛博拉•史蒂文森，2018）。有文化活力的地区应当是一个创意企业愿意进驻、创意阶层乐于居住的场所。因此，文化

活力评价可以采用创意产业相关指标。 

3.2适用于更新后历史建成环境活力评价的方法 

结合上文的活力内涵梳理，本研究沿用的一般地区活力评价方法有：居住人口密度、设施密度、创意产业相关企业和职位

占比等。一般而言，人群的多样性体现在年龄、性别、职业等很多方面，但对于更新后的历史建成环境来说，居民和游客这一

分类方式更适宜反映地区活跃人群多样性。这是因为目前针对历史街区的更新观念普遍将游客作为活力来源，无视本地居民的

现象较多，历史中心正在逐渐失去居住功能（阿方索•维加拉，2018）,然而“充满活力的街区，应保持一定的本地居民密度”

（黛博拉•史蒂文森，2018）。居民和游客具有不同的行为类型，这两类人群都是地区的活力来源，二者兼有才能实现人群的多

样。因此适用于一般地区活力评价的人群密度可以在评价更新后历史建成环境的活力时，细分为居住人口密度和游客密度两类。 

由于更新后的历史建成环境中的设施类型构成较为相似，从设施类型的角度计算不同类别的设施密度和多样性指数，已无

法细化分析并比较不同地区的活力强弱。因此，本研究采用商铺人均消费水平的多样性来反映地区业态所能提供服务的多样性；

并借鉴了丹尼尔•亚伦•西尔和特里•尼克尔斯•克拉克（2019）在场景特征分析中采用的定量统计方法，他们认为在某个特定区

域里的数量排名前 15 的设施（amenity）表明了该区域代表性活动，进而可以了解地方的氛围、特征。该方法有助于分析由不

同的物质空间组合、不同特征的人群、不同的本地活动、不同治理模式下的城市空间。对于更新后以商业类型业态设施为主的

历史地区，量化评价生活服务和创意文化类活动在本地代表性活动中的占比，更能直观反映并比较不同地区设施业态的特征。 

4 案例地区的活力评价与比较分析 

4.1研究案例的选取 

上海田子坊、新天地和豫园旅游商城，均为在更新后激发了地区活力的典型案例。田子坊东至思南路、南至泰康路、西至

瑞金二路、北至建国中路，占地面积约 5.9hm2,紧邻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在 2015年确定为风貌保护街坊，被纳入上

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范围扩大名单之内（图 1）,经过渐进式更新的方式实现了地区的盘活。新天地位于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

风貌区（图 1）,包括了由黄陂南路、自忠路、马当路、太仓路围合而成的南北两个街坊，占地面积约为 3.1hm2,通过土地出让与

再开发，改建为以时尚业态、里弄符号为营销手段的特色建筑群。豫园旅游商城位于上海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图 1）,占地

面积约 2hm2,地处由福佑路、安仁街、方浜路、旧校场路所围合的街坊内，毗邻豫园和城隍庙，在 1994 年完成了首次改扩建工

程，是拆除旧建筑，规划和建造明清风格仿古建筑群，打造商业综合体这一更新模式的典型代表。 

4.2活力评价模型与数据分析 

本研究通过活力理论内涵的梳理，选取了更多具有针对性的同时能量化分析更新后街区尺度历史建成环境的指标。为提高

本研究所采用评价指标的适用性，均采用开源数据，以业态设施为核心数据之一，重点考虑如何评价其多样性特质，确定适宜

的评价模型：比如，在无法获取税收情况数据时，大众点评所能提供的商业设施人均消费水平数据，可以作为经济收益的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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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无法获得动态的游客数据时，用微博签到 LBS 数据来替代。目前本研究采用的多源数据包括 2010 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

数据、2013年的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18年的大众点评的 POI数据和 2012-2016年间的微博签到数据①。 

 

4.2.1田子坊和新天地在经济活力方面各具优势 

①商铺平均分布密度（V1） 

 

式中，S为案例地区的商铺数量，4为案例地区的总用地面积。田子坊的商铺平均分布密度最高，为 97.46个/hm2;新天地最

低，为 58.71 个/hm2；豫园旅游商城为 83.21 个∕hm2。田子坊在单位面积内容纳了更多的业态设施，提供了更多经济活动发生

的可能。 

②商铺平均人均消费水平（V2） 

 

式中，ni为各商铺的人均消费水平，M为案例地区可获取人均消费水平的商铺的总数量。新天地的平均人均消费水平最高，

为 329元/人/店；田子坊次之，为 145元/人/店；豫园旅游商城最低，为 64元/人/店。再将商铺细分为餐饮、零售和生活服务

3类，可知同类商铺的人均消费水平也呈现了相似的趋势
②
。 

③反映人均消费水平多样性的人均消费香农指数（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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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i 为各商铺的人均消费水平；N 为所有商铺人均消费水平之和。香农-威纳指数（Shannon-WeinerIndex）是物种多

样性调查最常用的方法之一，香农指数越高，说明地区所提供的消费活动的差异越大设施越混合。田子坊地区能够提供更丰富

的活动或体验机会，人均消费水平多样性最高。由人均平均消费水平箱形图可见，新天地的人均消费水平普遍较高，但田子坊

能够提供人均消费水平高于新天地的商铺；田子坊的下边缘数据与豫园旅游商城基本一致，说明该地区也有一部分与豫园旅游

商城一样的低人均消费水平的商铺（图 2）。田子坊的业态所提供的消费场所更为多样，可以为更多元需求的人群提供服务。 

 

4.2.2三个案例地区在社会活力方面各有所长 

①居住人口密度（V4） 

 

式中，P为案例所在人口普查小区的总人数，B为案例地区所涉及的人口普查小区总面积。田子坊是 3个案例地区中唯一还

保留居住功能的地区，保持着 46906人∕km2的居住人口密度。 

②平均每日微博签到密度 

 

式中，F1为某时段内该案例地区在微博上的本地市民签到总数，F2为某时段内该案例地区在微博上的外地游客签到总数，

D为所选时段的总夭数，A同公式 V1。新天地平均每天每公顷面积有 6人在微博上进行签到；田子坊次之为 3人；豫园旅游商城

最弱为 2人。 

③日常生活服务相关设施占比（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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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为将大众点评中的设施按详细的业态类型进行数量统计并排序，取数量排序前 15的所有业态设施的总数量,L为按数

量排序前 15的业态设施中与日常生活服务相关设施的总数量。鉴于更新后的历史地区的业态设施一般更多会服务于游客人群，

数量排名前 15的设施中与日常生活关联，性强的日常生活服务相关设施占比越大，则对外服务的商业功能为主的历史地区的多

样性越丰富，社会活力越强。豫园旅游商城的生活服务类设施占据了业态设施排名前 15项中的 8项，在数量上占比为 20.06%。

田子坊和新天地的业态设施与周边生活的联系较为薄弱：在新天地该类设施只有 5 项，总数量占比为 12.10%；田子坊只有 4 项

该类设施，总数量占比为 10.77%。 

4.2.3田子坊的文化活力明显高于另外两个地区 

①创意产业企业数所占总数比重（V7） 

 

式中，T为在案例地区注册的创意产业类企业总数量，U为在案例地区注册的所有类型企业的总数量。在田子坊注册的文化

创意产业类企业数占总企业数比重最高，为 30.36%,新天地的注册创意产业类企业数占比最低，为 6.15%。 

②创意产业岗位数⑤所占总数比重（V8） 

 

式中，R为在案例地区注册的创意产业类企业所提供的岗位数总数量，O为在案例地区注册的所有类型企业所提供的岗位数

的总数量。田子坊该指标数值最高，创意产业岗位数占比为 38.51%；豫园旅游商城次之，占比为 19.31%；新天地最弱，占比只

有 13.89%。反映出田子坊地区具有较强的培育创意的能力。 

③创意文化服务相关设施占比（V9） 

 

式中 M与 v6式中 M一致，C为按数量排序前 15的业态设施中与创意文化服务相关设施的总数量。田子坊该类设施占据了业

态设施排名前 15项中的 3项，总数占比为 6.7%；新天地只有 1项，数量占比不到 2%；豫园旅游商城数量排名前 15的设施中不

具有该类设施。田子坊地区设施业态与文化创意活动的关联性最强。 

4.2.4田子坊在三个案例地区中总体活力最强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在本文选取的 9 项活力评价指标中，有 6 项显示田子坊的活力要高于另外两个案例地区，其文化活

力也具有明显优势。在经济活力方面，新天地店铺人均消费水平高，田子坊店铺密度高；在社会活力方面，田子坊拥有另外两

个案例所没有的活跃居民，新天地的平均每日游客签到密度更高，豫园旅游商城地区的业态设施能提供更贴近日常生活的氛围。 

4.3影响活力的更新模式差异 

4.3.1田子坊：政府以基础设施投入为主、为业主自主更新提供支持的非开发模式 

从总体的高活力和该案例地区在经济活力和文化活力所表现出的优势来看，田子坊的更新模式具借鉴意义。从 1998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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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司路发文化发展公司,以及陈逸飞先生艺术工作室进驻泰康路 210弄开始，由入驻企业、商户、当地居民和政府共同塑造了

今日的田子坊。通过业主个体对历史建筑的改造利用,发展出新的商业、办公等功能与原有的居住功能混合。田子坊案例更新采

用的不是单一主体的再开发模式，而是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实现了对原住民的保留，造就了地区的高社会活力。 

田子坊地区的基层政府借助学术精英的话语，使得其在 21 世纪初幸免于被拆除的命运（于海，等，2013）,早期曾投入过

2100 万元的资金（李挚，2013）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升；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逐步实现了“保护历史风貌、改善生活环境和

发展创意产业和谐共存的模式”（管娟，等，2011）。街道作为基层政府，为创意人士、专家、风貌管理部门和业主及经营者们

建立了沟通的桥梁；还推动了地区进行文创点申报,为吸引个体投资进行改造更新创造了条件。如果选取一般零售业和餐饮业作

为非创意产业类企业代表，以艺术品相关企业和咨询管理企业为创意产业类企业代表，分别分析这些企业在 3 个案例地区的企

业注册数，从 1994 年到 2013 年的历年变化情况可知：只有田子坊的艺术品相关和咨询管理业企业始终持续增长；新天地和豫

园旅游商城从建成伊始一直以一般零售业和餐饮业企业为主, 两个案例地区分别在 2011 和 2012 年新增过大量的零售业，餐饮

业的发展较为平缓（图 3）。在田子坊地区的更新中政府承担了协调工作，获取了对创意产业类企业的扶持政策，造就了其较高

的文化活力。 

 

但田子坊的更新与发展，从活力激发成效的角度来看也已出现了潜在问题：首先，作为本研究中唯一的一个留有居民的案

例地区，田子坊的业态与日常生活的关联性却不如另外两个案例地区；其次，田子坊在 2009 年餐饮业激增、从 2011 年开始零

售业增多，有超过创意产业类企业增长数的情况出现（图 3）,文化活力有衰退的隐患。究其原因，在业态设施的发展完全由市

场主导的情况下，高消费经济活动的集聚，会导致地区租金的升高，只有高收益的业态设施才能支付不断增长的租金；高消费

水平的商铺就会逐渐取代相对人均消费水平较低的传统零售、餐饮业态以及各类日常生活服务相关设施。由此可见，政府除了

要为多元主体参与到更新之中提供平台，还应对业态发展起管控作用。 

4.3.2新天地：以开发商为主体对原有里弄风貌有所呼应的商业区再开发 

正如上文所述，新天地的总体活力不如田子坊，但其店铺的人均收益是田子坊的 2.26 倍,更好地发挥了单个单铺的经济效

益，同时日均活跃游客密度较高。究其原因，在新天地的更新中，经过土地出让由香港瑞安集团获得了地区的开发权，开发商

作为单一主体主导完成了历时 2 年（项目于 1999 年启动，在 2001 年 6 月建成竣工）的商业开发，项目耗资 14 亿（管娟,等，

2011）,环境品质的提升见效快、成效好，经济效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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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的实质是开发，关注的是再生上海里弄形态带来的商业机会（莫天伟，2003）,整个街区的重建开发强度较低，只在

局部建造了全新的现代建筑，以保留传统里弄建筑外观、内部全部拆除重建的新建筑为主（宋照青，2001）,基本保持了原里弄

住区的街道——建筑之间的尺度关系和里弄风貌，对游客的吸引力明显。不过，它所采用的“存表去里”的改造方式，从保护

的角度有缺陷性（阮仪三，等，2004）。整个开发共计动迁原住民约 2300多户、8000多居民（杨宝祥，等，2005）,从居住型街

区彻底转变为商业区，导致其不具有居住功能，缺少居住人群，社会活力相对较差。 

在更新成本上，新天地开发商的成本投入是田子坊案例中基层政府首次提升基础设施所投入资金的 132.8倍,在单位面积内

人均消费收益差距上，新天地却是田子坊的 0.73倍。可见新天地更新模式需要一次性投入巨额成本，但总体活力激发成效却不

如田子坊，这种更新方式的优、劣势均较为明显。 

4.3.3豫园旅游商城：以企业为开发主体的大体量仿古商业区再开发 

豫园旅游商城的首个改扩建工程，由豫园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完成，拆除全部既有建筑，重建了六栋仿明清建筑风格的大体

量商业建筑群，总建筑面积从 1.8万 m2增加到 7.5万 m2（卢成亮,1998）,成为由全新的商业综合体与步行街构成的商业区。 

豫园旅游商城和新天地案例一样，都是对历史街区由单一主体进行整体开发的更新模式，单位面积的投入成本是新天地的

2/3,但该案例没能像新天地案例一样对历史建成环境的形态特征予以一定的保持。从活力激发的成效而言，几乎各项数据结果

都逊色于新天地；在与田子坊的比较中，这种投入产出的差距更加明显，不过企业为主体的开发在后续运营中体现出了对地区

业态的管控优势。 

5 结论与讨论 

5.1活力评价 

研究发现在上海田子坊、新天地和豫园旅游商城 3 个案例地区中，田子坊地区总体活力最高，文化活力的优势最为明显，

在经济活力方面能服务更多元|人群，在社会活力方面保障了活跃人群的多样性。不同的更新模式导致了 3个案例地区的活力存

在差异，是否维持了历史建成环境形态特征、保留了原住民、引入过创意文化产业都是直接影响到地区活力的核心因素，而这

些因素受'j 到更新进程中政府角色、更新主体的影响较大。单一主体再开发的更新模式，若能注重对历史建成环境形态的保持

和风貌特征的呼应，会对游客的吸引力较强，只是投入成本极大，可能会削弱历|史建成环境的多样性特质。由基层政府搭建平

台，推进文化创意相关扶持政的申请，以率先投入基础设施提升的方式带动业主、经营者自发进行更新的方式易于激发地区活

力。 

5.2再生策略探讨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能够有效激发历史地区活力的更新对策：①为实现经济活力的激发，应能够对基础设施和空间品质

的提升有所投入，提高地区吸！引力；适度鼓励高端业态的注入，并对低收益的传统业态予以扶持，尽量提供多样的消费场所、

实现为更多人群服务的可能；②为实现社会活力的激发，政府应为希望继续居住于原有房屋中的居民提供选择权，不应将历史

街区成片地用于承载酒店、养老、文化商业等功能；；政府应在更新进程中为多元主体参与更新提供平台，鼓励私人投资者投入

小规模项目，渐进式地进行地区更新；加强；地区业态的管理和引导，在租金政策上对生活服务相关业态给予扶持；③为实现

文化活力的激发，基层政府应在更新进程中起引导作用，协助业主或经营者，寻求可能申请到的政策扶持，吸引文化创意类企

业入驻、创造就业岗位、丰富文化活动。 

5.3有关研究方法局限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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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更新后历史建成环境的特点，沿用并调整了一些既有研究中可以用于街区尺度下一般地区活力评价的方法与指标：

人群密度被细分为居住人口密度和活跃游客密度，用人均消费水平而不是业态数量计算多样性等；另有两个指标是借鉴了场景

特征分析方法而设计。此外，受限于同时段开源数据的获取难度，本文采用了相近时段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上述指标和数据

源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可通过后续研究加以改进。 

注释： 

①热力值和手机位置数据这两个既有研究普遍采用的数据源，在进行街区尺度下的地区活力评价时，各具一定的劣势：首

先，热力值的运用往往采用自然间断分类法，1-7类不同的热力值区域相对更适宜对大面积区域进行热力分类。其次，手机位置

数据的精确度取决于基站的位置和基站间的距离，无法精确到街区，因此也同样更加适用于大尺度的分析。故本研究采用了微

博签到数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这两项可以精确到街区的数据，分别用以反映游客和居民这两类活跃人群的密度情况。 

②新天地餐饮业的人均消费水平是田子坊的近 3 倍，豫园旅游商城案例的近 3.5 倍；新天地零售业的人均消费水平是田子

坊的 1.5 倍多，是豫园旅游商城的近 6 倍。新天地的生活服务业人均消费是田子坊的近 5 倍，是豫园旅游商城人均消费的近 8

倍多。 

③指食品茶酒、家具家居、花店、亲子、数码、办公产品、化妆品、药店、KTV和足疗按摩等生活服务类设施。 

④根据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上海市统计局在 2013年印发的《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目录》定义创

意产业包含的行业分类统计。 

⑤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依赖企业自行填写，因此有部分企业在调查表中会将所提供岗位数填成 0,数据存在一定的偏差，

但是该数据是可获得的最新的官方统计数据，故本研究以此数据为基础。 

⑥指 DIY手工坊、特色集市和文化艺术等文化创意服务类设施。 

⑦田子坊投入过 2100万元的资金（李挚，2013）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升；新天地项目耗资 14亿（管娟，郭玖玖，2011）;

豫园旅游商城的建设被列为市重点工程，投资 6.2亿元（中共南市区委党史办，1994） 

参考文献： 

[1]阿方索•维加拉胡安•路易斯•德拄斯里瓦斯.未来之城,卓越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M].赵振江，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2018. 

[2]ALEXANDER C.Apattern language:towns,buildings,construction[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3]AL-HEMAIDI W K.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urban fabric in Arab-Muslim city:Riyadh,Saudi Arabia[J].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2001,16(2):179-201. 

[4]艾伦•雅各布斯，唐纳德•埃普亚德.面向城市设计的宣言[M]//理查德•勒盖茨,弗雷德里克•斯托特,张庭伟,等.城市读本

(中文版).李晴，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 

[5]黛博拉•史蒂文森.文化城市——全球视野的探究与未来[M].董亚平，何立民，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 



 

 10 

[6]丹尼尔•亚伦•西尔，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M].祁述裕,吴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19. 

[7]DELCLOS-ALIO X,GUTIERREZ A,MI-RALLES-GUASCH C.The urban vita Etyconditions of Jane Jacobs in Barcelona: 

residential and smartphone-based tracking measurement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ina Mediterranean metropoes[J]. 

Cities,2019,86:220-228. 

[8]邓浩，宋峰，蔡海英.城市肌理与可步行姓——城市步行空间基本特征的形态学解读[J].建筑学报,2013(6):8-13. 

[9]管娟，郭玖玖.上海中心城区城市更新机制演进研究——以新天地、8 号桥和田子坊为例[J].上海城市规划，2011(4): 

53-59. 

[10]GRUEN V.The heart of ourcities:the urban crisis:diagnosis and cure[M].NewYork:Simonand Schuster,1964. 

[11]JACOBS J.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cities[M].New York:Random house,1961. 

[12]蒋涤非.城市形态活力论[M].江苏：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13]凯文•林奇.城市形态[M].林庆怡，陈朝晖，邓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4]李挚.田子坊：自下而上的可持续性旧城更新模式[J].福建建筑，2013⑺：86-88+82. 

[15]刘云舒，赵鹏军，梁进社.基于位置服务数据的城市活力研究——以北京市六环内区域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8,37(6)：64-69+87. 

[16]卢成亮.豫园商业旅游区开发建设中的问题及对策[J].上海综合经济,1998(10):18-19. 

[17]卢济威，王一.特色活力区建设——城市更新的一个重要策略[J].城市规划学刊，2016(6):101-108. 

[18]卢济威，张力.基于城市复兴的古城更新——连云港海州古城城市设计[J].城市规划学刊，2016(1):80一 87. 

[19]MAAS P R.Towards a theory of urban vitality[D].The Dissertation for Doctoral Degree of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1984. 

[20]MONTGOMER Y J.Editorial urban vitality and the culture of cities[J].Plann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1995, 

10(2):101-110. 

[21]MONTGOMERY J.Makingacity: urbanity,vitality and urban design[J].Journal of Urban Design,1998,3(1):93-116. 

[22]闵忠荣，丁帆.基于百度热力图的街道活力时空分布特征分析以江西省南昌市历史城区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

2020,27(2):31—36. 

[23]莫天伟.上海里弄开发与保护的新天地[J].百年建筑，2003(Sl):62-67. 



 

 11 

[24]尼科斯•塞灵格勒斯，刘洋.连接分形的城市[J].国际城市规划，2008,23(6):81-92. 

[25]钮心毅，吴莞姝，李萌.基于 LBS 定位数据的建成环境对街道活力的影响及其时空特征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2019, 

34(1):28-37. 

[26]阮仪三，顾晓伟.对于我国历史街区保护实践模式的剖析[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1-6. 

[27]宋照青.昨天，明天，相会于今天——简谈上海旧城改建项目“新天地”设计[J].建筑学报，2001(08):32-35. 

[28]童明.城市肌理如何激发城市活力[J].城市规划学刊，2014(3):85-96. 

[29]WHYTE W H.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M].New York: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 Inc,1980. 

[30]WU W,NIU X.Influence of builtenvironment on urban vitality:case study of Shanghai using mobile phone location 

data[J].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2019,145(3):04019007. 

[31]杨宝祥，成志军.创意改变城市——充满活力的上海新天地[J].重庆建筑,2005(12):33-36. 

[32]杨保军，王军.山水人文智慧引领下的历史城市保护更新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20(2):80-88. 

[33]YUE Y,ZHUANG Y,YEH A G O,et al.Measurements of POI-based mixed use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neighbourhood 

vibranc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2017,31(4)：658-675. 

[34]于海，钟晓华，陈向明.旧城更新中基于社区脉络的集体创业——以上海田子坊商街为例[J].南京社会科学，2013(8):60- 

68+82. 

[35]张程远，张痿，周海瑶.基于多元大数据的城市活力空间分析与影响机制研究以杭州中心城区为例[J].建筑与文

化,2017(9)：183-187. 

[36]张松.城市建成遗产概念的生成及其启示[J].建筑遗产，2017(3):1-14. 

[37]张松.转型发展格局中的城市复兴规划探讨[J].上海城市规划，2013(1):5-12. 

[38]中共南市区委党史办.豫园巨变[J].上海党史与党建,1994(4)：28-31. 


